
在回答具有“崭新的社会性格”的慈
善组织为何出现在明末以及为何最先出
现于江南地区这一问题的时候， 夫马进
与梁其姿均反对从社会需求面进行解
释，但两人的答案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夫马进偏重于客观社会背景，如“生生思
想”的流行、文人结社讲学风气的盛行、
地主城居化及士绅力量的壮大、 善书的
广泛传播等， 而梁其姿更强调慈善家的
主观动机。在她看来，“要圆满地、充分地
解释慈善组织的出现， 应把重点放在作
为慈善家的地方领袖的主观动机， 被救
济之穷人的客观需求只不过提供了一个
必要的背景及条件而已”。基于这样的认
识，她强调“这是在贫穷的道德中立性日
益受到挑战的时代、 传统贱民的社会地
位日益不明朗的时代， 具有文化优势的
社会精英阶层以更新的传统分类法尝试
重塑社会秩序的一项策略”。 毫无疑问，
两位硕学的见解有助于我们在慈善组织
产生问题上拨开迷雾、廓清悬疑。 但是，
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或特殊的机缘，一
种新事物的出现恐怕也是万难的。 换言
之，在善会产生的问题上，如果不从“社
会需求”（而不仅仅限于贫人大量出现）
着手，问题未必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明末社会给人们的总体感觉是“变”
与“乱”。关于这个问题，当时人留下了众
多的史料， 总而言之，“生活在晚明时代
的人们， 似乎不太欣赏当时的社会变
化”，歙县知县张涛以四季对应明朝四个
阶段的生动比喻很有代表性。

据万历《歙州志》卷五“风土”载：“诈
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
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寻至正
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
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
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
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 于是诈

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
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迨至嘉
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
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
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
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 于是诈
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
矣，靡汰有丘壑矣。 此正夏至以后、秋分
以前之时也。 迄今三十余年，则敻异矣。
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
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 金令司天，钱
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
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 于是鬼
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
矣，丘壑则陆海矣。 此正秋分以后、冬至
以前之时也”。

这段资料原是张涛用来描述徽州地
区社会风貌的变化，后被顾炎武在《天下
郡国利病书》中引用，足见具有代表性。

而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亦已取得丰硕
的成果， 在此无须再罗列史料展开论述，
仅借用高寿仙的一段话以资说明：“这是
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充满了张力和矛
盾。 从中既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
展， 又可以看到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既
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又可以看
到结朋结党的宗派混斗；既可以看到改革
之士的励精图治，又可以看到官僚群体的
腐败无能； 既可以看到个性的空前张扬，
又可以看到欲望的
极度膨胀……”晚
明的政治腐败导致
行政能力的低下以
及对地方和社会控
制力的削弱， 商品
市场经济的勃兴对
传统自然经济社会
的腐蚀，王学兴起、
分化对明朝列为官
学的程朱理学的有
力冲击等等， 这些
从政治到经济、思
想界的变化造成了
严重的后果， 社会
秩序混乱， 道德伦
理失范， 明王朝犹
如一座百年老屋在
历史的风雨中摇摇

欲坠。 故而明末时贤以“天崩地解”来形
容时势，实不为过。

面对危局，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正义之士挺身而
出，以天下为己任，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救
世努力。 如吕坤，于万历二十五年上《忧
危疏》，痛陈天下利害，指出时局岌岌可
危：“当今天下之势， 乱象已形而乱机未
动；天下之人，乱心已办而乱人未倡。 今
日之政，皆拨乱机而使之动，助乱人而使
之倡者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不仅多
次上疏，“冒死竭诚直陈天下安危”，而且
奋力呼吁关心民瘼，力行仁政。《宁陵县
志》谓其“宦游秦晋五六年间，正己率属，
身体力行，不受馈遗，不取赎羡，不妄荐
以官，不枉劾以职，官吏肃清，兴文饬武，
民安物阜，边境晏如。尤谆谆留心于蒙养
教化孤寡无依之民”。

这种情况在明末商品经济最为发
达、 士绅力量较为强大的江南地区表现
得尤为突出。 如无锡东林书院的创建者
高攀龙倡导积极的救世精神， 主张经世
致用，重视社会实际问题和“百姓日用”
之学，他说：“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
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要求“学者以天
下为任”。 为此，高攀龙不仅多次上疏言
天下急务，更在关注民生、救助贫困方面
进行不懈努力：“亲友以生计相托者，则
极力代筹，至捐资践约；于宗亲，有养之

终身者，有及其再世者；于师生，养死殡
之；于友，髫龀之交，无不终始相欢。赡其
贫，恤其孤，推毂寒士，不遗余力……至
设通区役田、通邑役米、苏粮里之困，举
同善会恤远近之鳏寡孤独，为德梓里，又
其余矣。”再如嘉善同善会的创始人陈龙
正，主张“欲明德于天下，学之志于斯一
矣夫；安百姓以自慊也，学之事于斯毕矣
夫”。 治学为的是经世，经世以爱民为首
务、以安民为目的，所谓“经纬天地，何处
下手？ 只在安顿斯民”。 其在朝为官时献
言献策，多为生财、平寇、御边、垦荒、人
才之议，而居乡时则身体力行，诸如革杂
役、捕盗贼、救灾荒、恤贫穷、行教化等，
尤其在救助灾荒和贫困方面成就斐然。
值得指出的是， 陈龙正作为明末同善会
的代表人物， 对创立同善会的初衷多有
说明。明朝的最后十多年中，江南地区几
乎无年不荒，导致民贫室困，遍地哀鸿。
因此， 陈龙正也在思考乃至寻找改变之
法和救世之道， 希望通过劝善行善有以
改变。《陈祠部公家传》说：“公尝言，今海
内民风大坏，大抵同恶相济，而此会以同
善感之。 士大夫矜名自好者， 亦善与人
异，而此会以善与人同感之。既有以感受
惠之小民，又有以感施惠之君子。诚得四
方皆效法推行，真可酿和气、转杀运，而
弭盗安民，其近效也”。陈龙正多次宣称，
同善会“非第拯此百数贫人而已”，而是
考虑到“人心风俗自当有转移补救处”，
“正为世界多事，以此稍固穷民之心”。这
或许可为适应社会需求的观点提供一个
确证。

应该强调的是， 晚明时期的官僚士
大夫针对社会弊陋丛生、 危机四伏的现
状， 力图通过端正人心、 整顿风俗的方
法，重建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其中崇奉
阳明心学者与佛、 道合流， 强调行善积
德、因果报应，从而对劝善书的盛行推波
助澜； 而坚持程朱理学者则维护儒学正
统，从宣传皇帝圣谕、宣讲乡约入手，将
救助贫困视为改良社会的有效手段。 前
者可以袁黄为典型，后者则以高攀龙、陈
龙正为代表。两股力量殊途同归，共同推
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如学
者所指出的：“晚明以来善书开始大量涌
现， 标志着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正在酝酿
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劝善运动’。这场

‘运动’既有心学家的参与，更有一般儒
家士人的积极推动。 其目标则是通过行
善积德以求得最大限度的福祉， 进而重
建理想的社会秩序。用儒家的传统说法，
亦即通过‘迁善改过’、‘与人为善’以实
现‘善与人同’的理想社会”。因此在明末
清初以后， 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
全国各地广泛涌现。

由此看来，所谓的“需求”不能仅限
于理解为社会矛盾激化和穷人的大量出
现， 而应该包括商品经济勃兴所带来的
一系列社会不适应现象———社会发展偏
离传统轨道，思想道德混乱，社会伦理失
范，贫富分化加剧等等。 归根到底，这些
社会问题严重冲击了明王朝的统治根
基。因此，明末慈善组织的出现与慈善事
业的兴起，固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更是与
这样的社会大背景分不开的， 是富于社
会责任感的士大夫“救世”努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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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的角度看明末慈善事业的兴起
传统慈善事业在中国古已有

之， 历代统治者大都对社
会救济事业非常重视，屡颁诏谕，要
求尊老扶幼、赈贫恤患、关爱生民。
有此背景，官方、宗教、宗族及个人
举办的慈善救济事业随之兴起。 不
过早期的慈善事业与政府的社会救
济事业难以区别，我们可以统称为慈
善救济事业。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
上，明末是一个转折时期。 因为正是
从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
以救助鳏寡孤独贫病之民为职志的
民间慈善组织。这种慈善组织由地方
精英阶层推动，既不同于由官方主持
的社会救助，相异于宗教组织的传教
需要，也与以救济家族成员为主的宗
族义庄相区别，“如果同时考虑这些
民间组织的目标、领导、所救济的对
象， 明末善会可说是一个前所未有
的中国社会新现象”。 故而著名学者
梁其姿指出“明末的善会具有崭新
的社会性格”，而日本学者夫马进也
认为“明末清初在善会善堂史上具
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的养济院让鳏寡孤独者老有所依

慈善施粥活动


